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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符号学发展的语象合治之路

王铭玉1 孟 华2

( 1．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天津 300204;

2．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 266200)

提 要 符号学是一门充满了西方色彩的现代显学，它历来被分为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符中

心符号学和以皮尔斯为代表的实效主义符号学两条路径。时至今日，符号学有没有第三条路径?

此问题是世界当代符号学关注的热点，更是中国符号学亟待回答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中国传统

符号学资源的属性、符号学研究的意指模式以及中国符号学在世界符号学的地位问题。我们认

为，第三条路径是可以探究的，这就是基于中国学者“语象合治”符号观的语象合治之路。本文的

思想观点有七: 1) 提出“大符号”观来规约符号，对符号的界定标准做进一步完善; 2) 语象合治是符

号学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一种中性符号观，其主旨是对二元对立及语象分治关系的解除; 3) 语象

合治可分为移心型合治和执中型合治，前者跨界有痕，后者整合浑成; 4) 语象合治观无论在中国传

统符号学思想中还是在当代西方符号学思想中均具有理论根底和基础; 5) 语象分治是西方符号学

所遵循的主要路径，但其对符号认识的偏狭和对符号边界的固守已经形成符号学发展新的瓶颈;

6) 中国符号学研究者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践是非常有益的，充分说明了“语象合治”思想的正确

性; 7) 中国是一个长于符号思维的国度，其独特、丰富的符号学学术资源是中国符号学发展的重要

依归，语象合治思想的提出将会进一步提升中国符号学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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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萌芽于西欧与北美，成于法国，兴于苏俄，盛于美国，是一门充满了西方色彩的现代

显学。虽然早在 1926 年赵元任先生就曾发表过《符号学大纲》，但中国学者作为一个学术群

体全面接触并研究符号学理论，还是自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到了 21 世纪，随着民族复兴和

国家发展的步伐加快，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后来居上，引起了世界学界的高度关注。伴随中国符

号学的崛起，一些质疑声也随之而来，主要观点有二: 1 ) 虽然中国的传统符号资源丰富，但从

符号学角度来看，大部分属于类符号或西方符号学范畴中的非典型符号现象; 2 ) 除了以索绪

尔和皮尔斯等为代表的西方符号学路径之外，中国符号学难以提出具有本土色彩的理论。情

况果真如此吗? 答案是否定的。本文尝试提出“合治符号”的概念，力图为探索世界符号学的

东方之路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一、狭义符号观与广义符号观

给“符号”下一个定义并不困难，但准确、周遍地来界定“符号”却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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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符号概念，我们不妨征引一些符号学家关于符号的定义( 王铭玉

2004: 12-13) 。
古罗马哲学家圣·奥古斯丁( Augustine，S． ) 说:“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

这个东西上加诸感觉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家皮尔斯( Peirce，Ch． )

说:“符号是在某些方面或某种能力上相对于某人而代表某物的东西。”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家

莫里斯( Morris，Ch． ) 说: “一个符号代表它以外的某个事物。”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 Eco，

U． ) 说:“我建议将以下每种事物都界定为符号，它们依据事先确立的社会规范，从而可以视为

代表其他某物的某物。”法国符号学家巴特( Barthes，Ｒ． ) 对符号的看法较为特殊:“自有社会

以来，对实物的任何使用都会变为这种使用的符号。”日本符号学家池上嘉彦( Ikegami，Y． )

说:“当某事物作为另一事物的替代而代表另一事物时，它的功能被称之为‘符号功能’，承担

这种功能的事物被称之为‘符号’。”苏联语言符号学家齐诺维耶夫( Зиновьев，А． ) 认为: “符

号是处于特殊关系中的事物，其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思想的东西……符号的意义因而

并不表现在它本身上，而是在符号之外。”苏联心理学家列昂节耶夫( Леонтьев，А． ) 说:“符号

既不是真实的事物，也不是现实的形象，它是概括了该事物的功能特征的一种模式。”值得一

提的是，瑞士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索绪尔( Saussure F，de． ) 另辟蹊径，把符号看作是一个由能

指( 表达面，语音印象) 和所指( 内容面，概念印象) 构成的两面体，其所指绝不先于能指而独立

存在，符号是由一系列差异关系的语音印象和概念印象结合而成，而与外部世界无关。显然，

从上述征引中我们很难得出一个统一的符号定义，因为思想基础不一样，出发点不同就必然导

致结论的不同。从现有的有关符号的定义来分析，可以大致分出三种类型的定义: 第一，实体

论符号观，以现象学思想为基础。持这种符号观的学者认为: 人只能认知现象，而实质或是不

可知的，或是人类创造能力的结果。因此，任何一种被人的感觉器官所感知的事物，如果它发

出关于其他不能直接观察的形象的信息，那么这一事物就被认为是符号。简言之，符号指的就

是关于事物和现实内容的信息。第二，形式论符号观，以逻辑心理学思想为基础。持这种符号

观的学者认为符号是针对意念的或功能的结构而言的，这种结构对于其物质方面是漠不关心

的。真正的符号被理解为具体的、起符号作用的因素，符号本身并不存在，它是符号情境的一

部分。换言之，符号是指认识主体的模式行为的直观形象方面的信息。第三，双兼论符号观，

即兼顾上述两种思想，形式论与实体论相结合。许多符号学家以此为出发点来界定符号，他们

既看到符号的物质性、实体性，又承认它的思想性、形式性。由于前两种定义过于严苛，常被看

作“狭义符号观”，本文称为“分治观”: 将实体和形式对立起来分而论之。而第三种定义由于

可以接受更多的符号入列，常被看作“广义符号观”。
基于广义符号观，王铭玉( 2004: 14) 也曾给出过一个对符号的尝试性界定:“所谓符号，是

指对等的共有信息的物质载体。”这里，阐明了符号的四个重要性质: 一是符号具有物质性。
任何符号只有是一种物质符号，它才能作为信息的载体被人所感知，为人的感官所接受。物质

符号包括有声符号、光学符号等。二是符号能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载体本身的信息，代表其

他东西。如用天平表示法律的公正，用 V 形代表胜利。三是符号具有社会性，传递一种共有

信息。符号是人类彼此之间的一种认识，只有当它为社会所共有时，它才能代表其他事物。例

如“砰”的一声，它可能是鞭炮声、枪声或汽车轮胎破裂声，但对赛跑运动员来说，起跑的枪声

才是符号。四是符号具有对等性。任何符号都由符号形式与符号内容构成，形式与内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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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形式与内容不是前后相随，而是联合起来，同时呈现给人

们。以一束梅花为例，可以用梅花表示坚贞，这时，这束梅花就是符号形式，坚贞就是符号内

容; 梅花当然不等于坚贞，用梅花表示坚贞，绝不能解释为先有梅花，而后引起坚贞，恰恰相反，

两者被联合起来，同时呈现给人们。对等性不仅是意指论的，更是形式论的———强调了符号结

构系统对意义的生产性: 中国传统的梅、兰、竹、菊的符号系统分类框架，让梅花获得了“坚贞”
的意义。以往，在秉持狭义形式论符号观的学者看来，绘身纹身、人身装饰、林中起烟、窗户结

冰、风信旗摆、周易卦象、象形汉字和古埃及圣书字等都不是真正的符号，最多属于类符号现

象。但从广义符号观出发，它们都具有物质性，能表它意，可以被社会所认识，其形式与内容对

等呈现，完全具有符号的属性。中国传统小学中包含着丰富的“广义符号思想”，如对“文”这

个字的释义，许慎《说文》:“文: 错画也。”即花纹的“纹”。古汉字“文”的另一个常用义是“文

字”，《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指的就是文字。而明宋濂则

认为( 三代) “动作威仪，人皆成文。”( 转引自申小龙 2001: 4) 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夏商周三

代的“文”这个字包括了今天的文字、图画、仪式等等一切视觉性的符号，所以古人将包括汉字

在内的各种视象性的符号表达统称为“文”，体现了一种广义符号观。
因此，符号学所指的符号，并不是指单一的语言、文字等。它的研究对象是围绕人类的生

命活动所展开的各种意指实践或符号化过程，包括姿势、踪迹、语言、图像、书写、艺术、仪式、实
物等各种表意方式。一言蔽之，符号学所处理和思考的对象是一个异质多元的符号综合体，需

要从“大符号”的角度来分析和阐释。

二、语象合治是符号学的普遍现象

广义符号观是一种大符号观，它能够容纳异质多元的符号入列，与语象合治问题密切相关。在

广义符号家族中，有两类最基本的原型符号: 一类是语符，即通常所说的语言符号，包括口语、文字或

书写文本以及各种语言替代品如手势、代码等符号; 另一类是象符，即以图像为代表的视觉符号，

包括了实物符号和各种视觉技术符号。语 /象符号是广义符号观研究的主要对象，它突破了传统

上要么以语言的语符号为中心、要么以非语言的象符号为中心的狭义符号观的分治立场。
“语象合治”是我们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提出的一种符号意指方式，体现了一种中性符号

观。“中性”或“中和”，在法国符号学家巴特看来意味着二元对立的解除( 2010: 10-11 ) ，拿网

络表情包为例，就是图像和语符的中性合治符号，它既不是图像又不是语言，但又具有语符

( 文字) 和象符双重编码性质。表情包是对传统图文分治格局的消解，在传统线性书写的文体

中，插入表情包显然不得体，但在网络语言诸如微信体中，空间非线性的、信息浓缩的碎片化句

式与表情包彼此融合，相得益彰。因此，表情包乃至更大的符号单位———微信体，都是一个语

和象、线性和非线性融合的合治符号。故我们把合治符号定义为: 内部隐含、外部关联了多重

异质符号要素( 主要是语象) 并相互跨界、相互补充的符号或符号表达单位。
在各种异质符号中，语符号( 包括口语、书写语言以及语言的各种补充替代品如盲哑语、

公共标识、数字记号等等) 和象符号( 包括图象、实物、仪式、行为举止之类各种视觉性符号) 是

广义符号家族中最重要的两翼，因此，“合治观”处理的异质符号关系主要是语符和象符的关

系，简称“语象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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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从圣书字来看语象合治

语象合治是符号学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语象符号的合治现象源远流长。众所周知，西方

字母文字的重要源头是古埃及圣书字，它自身就由图像化的象形符号和记音化的辅音符号构

成，是一个典型的语图合治的符号系统。如古埃及圣书字 既可以用作形符( 象) 表示“房

子”，也可以假借作声符( 语) 表示双辅音 pr。可以看出，圣书字在形符( 象) 和声符( 语) 之间

变换角色时，有相对明确的外部标记: 形符( 也叫做“定符”) 有自己的固定位置，它一般置于字

符组合的末尾，而声符置于定符之前。如 “前行”这个词， 充当声符 pr 时它位于形符

之前; 而 充当形符或定符时，它出现在词的末尾，如 “街道”这个词，前三个是辅音声

符，最后一个是表示房屋、建筑的定符 。同时，圣书字一般与叙事图画并置构成最早的“连

环画”，如将文字和图画合在一起写在莎草纸上的“亡灵书”: 图画是为了阅读文字，文字是为

了观看图画，语图合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2 从象形汉字和《易经》来看语象合治

语象合治对中国符号学来说是个典型现象。先来看象形汉字，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字常常可

同时兼有形符( 象符) 和声符( 语符) 两种功能。如甲骨文 ，作为形符表示“簸箕”，假借为声符

时它充当虚词。但 在何种情况下做声符或是形符，缺少明确的外部标志，人们只能根据上下

文来猜测。如: 甲骨文 父丁( 其其父丁) 这句话，一般把 这两个字解释为语气词( 声

符，语) ，但也有学者解释为是用两个祭品的簸箕 ( 形符，象) 来祭祀父丁( 黄奇逸 2008:

457) 。 的这种语象身份的模糊性，其实反映了甲骨文本身语象跨界的浑成不分。除了象形汉

字以外，中国语象合治符号的另一源头还可追溯到《易经》符号那里。大约成书于西周的《易经》
由两套符号构成: 一是具有象形字性质的卦爻象符号( 象) ，二是承载卦爻象义理的文字书写符号

系统即卦爻辞( 语) 。二者复合成为一个更大的语象合治系统。卦象符号( 或符号能指、象符) 携

带两种卦辞( 或符号所指、语符) : 一是像似物，二是意义。当指向像似物的时候，卦象充当图符的

功能; 当指向意义的时候，卦象充当字符功能。比如，八卦符号的能指( 象符，卦象) 既是图像又是

文字，是语象的浑成; 它的所指( 语符，卦辞) 既是概念又是物象，是词( 名) 与物的融合。这就是

中国象符号的语象合治性，即在语象合治的同时又消解了语象之间的区分张力和距离感。语象

合治符号的能指是趋向简约的，这是语象浑成的特征; 它的所指是倾向名物性的: 既是一个再现

物、指示物，又是一个名、一个概念，二者浑成不分。

三、语象合治的类型和特点

我们可以把语象合治分为“移心型合治”和“执中型合治”。
“移心型合治”是指语象跨界的同时又保留了跨界的痕迹或语象差异的张力感，人们在符

号面前保持了一种多元性意识。“执中型合治”则意味着语象跨界的同时又消解了跨界的裂

痕，语象差异的张力感被一种浑成的整体感所取代，常常具有象符( 象形) 和语符( 假借为音

符) 双重编码性质。前者如古埃及圣书体的象形字，它在进行语象转换时是有形式标记的，

比如用作定符( 象符) 时总是在词的末尾，用作音符( 语符) 时则置于定符之前，圣书字在语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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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过程中保持了跨界的痕迹即标记。相对而言，甲骨文是执中型语象合治，且以象符( 象

形、指事、会意) 主导。甲骨文假借字都是由象形字兼职或临时应用，其表意活动还是以象符

为本、围绕象符展开的。圣书字之所以属移心型语象合治，是因其音符( 语符) 处于主导或是

语本位的，意符只是作为音符的补充: “与我们想象的相反，古埃及象形字中的表意符号并非

常见。”( 安娜 － 玛丽·克里斯坦 2019: 83) 古埃及象形符号不表音而在表意的时候，通常会在

象形字旁边附上一个标记符号“|”，而象形字做音符时则是无标记的。“圣书字中在意符旁边

添加的指示符不同于古汉字中标指词义的指示符，其目的是表明此字符非表音，而是表示字形

所描绘的事物。因为在圣书字中基本字符用来表音已经相当普遍，单独用基本字符来表词的

情况较少，所以需要这种特别提示。”( 陈永生 2013: 73) 当一个符号具有语符和象符双重功能

时，根据标记理论，常项一般是无标记的、非常项则是有标记的( 孟华 1999: 269) 。此外，当古

埃及象形字做定符( 没有读音、表示类别意义、依附于音符和意符后面的象符) 时，也有自己的

空间标记性: 总是位于音符串之尾，易于识别。可见，圣书字的语象移心型合治有两个特点: 其

一是圣书字在进行语象双重功能转换和跨界时，一般保留了转换的标记即语象跨界的差异感;

其二是语象合治的语本位精神，在圣书字行使语符和象符双重功能时，语符( 音符) 是其常项，

象符( 意符和定符) 主要起到对语符的补充、限定作用。
象符倾向于象似或相似理据性编码，更强调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自然关联和距离感的

缩小; 语符着重于任意性规约编码，更强调意指关系的自由关联和间距性的扩大。因此，执中

型的象本位和跨界距离感的缩小，体现了东方的理据性符号学传统; 移心型的跨界差异感和语

本位这两个特点也是彼此关联的，它表征了自古埃及以来西方的去理据化、任意规约主导的符

号学传统。
很多学者对两种合治符号所承袭的东西方特性也有所认识。米歇尔( Mitchell，W． 2012:

31-32) 曾说过:“维特根斯坦把象形文字用作语言图像理论的模式，而庞德则感兴趣于中国的

象形文字，视为其可能标志着语言图像作用之极限的诗歌意象模式。”移心型合治的古埃及象

形字，可能是西方合治符号的精神源头。这种移心型合治观在西方文论中用“语象叙事”
( ekphrasis /ecphrasis) ①一词表示，其基本含义是语象跨界融合。语象叙事的传统源自古希腊

罗马，两千多年来其内涵经历了诗如画、以言及象、语象竞争的变化( 王安、罗怿、程锡麟 2019:

4) ，但基本精神始终未变。对比东西方文化中的两种符号，它们的特点还是明显的: 其一，西

方的语象合治符号通常保持了语象跨界的差异感。“语象二分而非融合……凸显了西方语象

叙事传统与中国文论的最大不同。与西方相比，图文关系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处于水乳交融的

状态，两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要缓和得多。纵观中国文学史，诗画同源、诗书画一体等概念基

本占据主导地位。”( 王安、罗怿、程锡麟 2019: 4-5) 在诗歌中营造画面感是语象合治叙事的核

心问题，中国文论叫做比兴，西方叫做隐喻: 即一个画面( 形象叙事中的喻体或比兴) 和一个本

体( 语言叙事下的对象、事件) 之间的关系问题。符号学家胡壮麟先生就肯定了龙必锟提出的

“像间距”的概念: 指本体与喻体之间的距离感( 胡壮麟 2004: 222 ) 。我们认为，诗论中“像间

距”的概念隐含了语象合治的两种方式: 执中型———像间距的缩小; 移心型———像间距的扩

大。加拿大学者高辛勇( Karl，K) 也讨论了像间距的东西方差异，认为中国诗里强调的是“兴”
而不是比喻。在比喻的情形下，喻体和本体的距离感是明显的，但“在兴的情形下，两者关系

则不明显也不明确”( 高辛勇 1997: 68) 。其二，语本位性在西方文化符号中得以明显体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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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语象叙事传统被米歇尔表述为“视觉再现之语言再现”( Mitchell，W． 2006: 138 ) ，其基本

内涵还是语象叙事，即通过语言叙事来实现视觉造型艺术的效果。主要包括三种情况: 一是文

学中对视觉艺术的模仿; 二是现代文学的空间形式; 三是图像时代的语象合体。在语象二元关

系中，语符成为象符形成的基本条件，或者说任意性差异观的语符思维一直是西方移心型合治

符号的底色。当然，到了图像时代，在语符基础上营造语象合治的书写形象，转向了空间性语

象合治、并置、竞争，时间性语本位的语象合治关系被反思和颠覆，被空间性跨媒介、跨符号、多
语式的语象合治所取代。德里达( Derrida，J． ) 曾用“文字”这个概念总结了读图时代的新型语

象合治观( 1999，2005: 11) ，但是他把这种语象合治的“文字”看做是制造差异的时空异延运

动，譬如其句子摹拟实物形象而进行空间排列的图形诗，就是德里达的语象合治的“文字”: 我

们在时空变换、在观看( 图形) 和阅读( 诗) 中往返穿梭，它被我们当做图形来观看时，一方面抑

制了对它的阅读，另一方面又建立在阅读和观看的跨界合治基础上; 它被我们当做诗来阅读

时，一方面造成了与观看( 图形) 的隔离和间距性，另一方面又是语象移心、合治的过程。

四、语象合治观的理论基础

4． 1 中国传统思想理论基础

语象合治观可以从儒家经典那里获得哲学表述。儒家中庸之道最简明概括的说法是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礼记·中庸》) ，简称“执两用中”，即消解两端的极性对立，采取

一种不偏不倚的执中立场。中庸之道在《易传》中体现为执中型语象合治的符号思想，魏晋

王弼将其总结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 象者，所以存意，得

意而忘象。”( 王弼、韩康伯 1993 : 251-252 ) 对执中型语象合治观的哲学总结，具体包括三个

方面: 其一，用可视、可感、有理据的“象”去表达言与意，同时又随时忘记或隐藏这种视觉理

据; 其二，用可思、可说、可读的“言”去建构和理解视觉的象，同时又随时丢弃或隐藏用来建

构象的言和意; 其三，语符和象符只有在彼此边界的消失中，在相互融合、替补中才能完成

自己的表达。
传统易学中的执中型符号观是一种消“界”而非主动跨界的符号意识。西方的移心型中

性观是对语象边界区分基础上的反思和超越，而传统易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符号学中的语象

边界并未经过一个充分标记化和理论范畴化的过程，或者说，语符和象符关系是作为一种整体

性经验事实被接受而非经过理性逻辑分析、反观和“移心化”处理。因此，执中型既保持了符

号发生状态的某种整体浑成性，又以人们的身体经验和生命活动为中心，对语象两端进行有利

于表达者或接受者的语用选择。
在中国传统诗学中，语象执中型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情思( 语) 与景物( 象) 的浑然一体。

如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作者恬淡寂寞的情

思并未诉诸纯概念化的词语，而是寄托于物象和场景之中，情景交融。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文

人画，更追求语象圆融，无论是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还

是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的“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均体现了书画之间同源、执中的合治

特性: 视觉性象符号揉入文字书写元素，语言文字符号则依赖可视性显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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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中型语象传统使中国人倾向于一种整体浑成的意符思维: 没有纯粹的看和画，亦无纯粹

的思和写，面对可视形象时倾向于阅读和阐释，面对抽象概念时则喜欢采取可视可感、“立象

尽意”或“物”的方式来把握。这种语象之间张力和距离感的消失，带有发生性符号构造的特

征: 重在对语象合治的浑成性应用而非对语象关系本身进行元符号反观。

4． 2 当代西方思想理论基础

德里达直接把语象合治思想与“文字”关联起来。德里达( 1999，2005: 10-12 ) 指出，原始

文字或原始书写不仅包括了听觉的语言，还包括了视觉主导的象符号:“认定文字概念超越并

包含语言，……它不仅包括电影、舞蹈，而且包括绘画、音乐、雕塑等等‘文字’。”他认为“象形

文字的图形具有语言形象和精神形象并行不悖的历史”，语象合治的象形字可能隐含着合治

符号学的一种理论范式，语象合治可以“更深刻地把它理解为相互过渡……”德里达( 1999，

2005: 12) 这种以差异性语象跨界运动为核心的“文字”就是移心型合治语象观。
语象合 治 的 符 号 学 模 型 也 是 目 前 西 方 后 现 代 思 潮 的 一 部 分。无 论 是 巴 特、福 柯

( Foucault，M． ) 还是鲍德里亚( Baudrillard，J． ) ，都对语象关系如词与图、词与物的中性关系做

过深入探索。在米歇尔( 2006: 5) 的图像主义符号学那里，词语与形象的关系成为核心问题:

“图像与文本之间的互动构成了这种再现: 所有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再现都是异质的; 没

有‘纯粹的’视觉或语言艺术。”
洛特曼( Лотман，Ю． ) 认为，任何符号或广义的文本“至少需要两种语言。从单一语言的

角度，并不能准确地描绘这类文本”( 卡莱维·库尔 2014: 122) 。根据洛特曼的符号域思想，语

符或象符( 图像、实物等视觉符号) 从不是单一的，它们总是交织而成一个中性状态的、语象跨

界的异质符号域。洛特曼还根据文化编码方式的不同将文化符号分为约定 －离散的语言符号和图

像 －浑成型的形象符号( 郑文东 2007: 89) ，并将各异质符号如离散型语言符号与浑成型图像符号之

间的系统关联性处理为符号学研究的重点，这种关联性就是语象合治的符号学立场。
美国汉学家费诺罗萨( Fenollose，E． ) 将执中型语象合治的写意方式叫做“意符思维”

( ideogrammic thinking ) ( 徐平 2006) ，“思维并不处理苍白的概念，而是察看在显微镜下事物的

运动”( 费诺罗萨 1994) 。所谓概念在“显微镜下事物的运动”，就是写意符( 语象合治的符号)

双重意指的浑成性: 以物象的方式把握概念，以意义的方式把握物象，同时又融解了这双重把

握的边界。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符号合治观虽然包含了对二元对立极性思维的超越和颠覆，

但它最为根本的符号思维还是建立在语符的任意性基础上的: 对符号差异、间距性扩大的无限

追求，是以否定的方式延续了理性主义自我反观、批判的哲学传统。

五、语象分治的两条西方符号学路径

语象合治的概念是相对于西方语象分治概念而言的。
语象合治意味着一个符号表达单位具有语象相互跨界的双重编码性质。它的对立面是语

象分治，即一种坚守符号纯正边界的极性思维。索绪尔( 1980: 104 ) 将理据性象符号( 如代表

法律的天平或有像似理据的拟声词) 排除在语言符号之外，就是为了坚守任意性和时间线条

性的语符性质不被视觉性、理据性的象符所“污染”。这种二元对立的分治观的基本原则是一

—67—



种符号的性质是建立在对异质符号的否定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的: 索绪尔只有否定了语言中理

据性“象”的要素，语符的任意性、时间线条性原则才能成立。其结果形成了非此即彼的符号

边界: 语言的归语言，图像的归图像。分治观体现在文论领域就是莱辛( Lessing，G． 2006: 91)

所强调的，诗歌属于时间性的艺术，绘画属于空间性的艺术。
皮尔斯虽然不持绝对的观点，但他也是持语象分治立场的。其像似符、指示符、规约符的三

分法，就是在为异质符号划界。这种对内同质化、对外异质化的分治观，常常忽略一个符号所具

有的跨界性多重编码性质。比如，皮尔斯的像似符中有图像符号和比喻符号，前者属于视觉象符

范畴，后者属于听觉语符范畴。但皮尔斯将二者进行了单一编码处理，统称为“像似”，以与“规

约”性的语符进行对立、区分。当然，皮尔斯并不否认一个符号可以同时具有像似性、指示性和规

约性这些性质，但他的重点是在区分它们，而非关注三者之间的融汇、跨界、互补的中性关系。

5． 1 西方符号学的第一条路径

就整个西方符号学历史而言，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符号学派以语符中心主义、规约性传统占

主导地位，其坚持的道路被称为西方符号学的第一条路径。它的哲学基础就是德里达所谓古

希腊以来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 心灵模仿现实，词语模仿心灵，文字模仿语言，语言与心

灵之间是一种任意约定的符号关系②。这种任意约定性，在符号学看来意味着在语符与现实

世界之间人为制造的一种间距性、一种差异和思想距离感，唯有对立、差异、分治，模仿或符号

性的替代才能实现，思想才能发生。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或之后的巴黎符号学是语

本位( 以语言为中心处理语象和言文关系) 的，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线条性处理为整个符号

学的基本原则。“语本位”符号学立场强调以语言符号抑制非语言符号( 主要指表意文字、象
形字、图 象 等 视 觉 性 较 强 的 符 号 ) ，德 里 达 ( 1999，2005: 16 ) 称 之 为“语 音 中 心 主 义”
( phonocentrisme) : 在有声的言语和视觉的文字之间“贬低文字，而文字曾被视为中介的中

介”。索绪尔的语本位模型实际上是西方拼音字母文化的产物。人类文字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接近图像的图画文字或文字画( 如原始部落中不能准确表词、只能提示语言的图像符

号) ; 二是接近语言的文字( 以表音素的拉丁字母为代表) ; 三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意符文字( 包

括各类象形字和意音性汉字) 。尽管这三类文字都涉及语象关系，但方式不同: 原始图像文字

通过压制有声语言而确立自身，它诉诸视觉而非听觉; 拼音字母通过抑制图像而实现声音的在

场，它极力淡化自身的视觉要素而假扮成语言音素层面的等值记号。
西方的文字学是分治符号学的思想基础: 强调异质性符号之间的区分性，力求以单一编码

主导的方式处理符号。分治观被解释为一种二元对立的语象关系模型: 其一，我和你不同; 其

二，通过对你的抑制来实现自我。索绪尔的语本位符号学就是继承了拼音文字这一“分治”的

符号文化传统: 第一，坚持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 如视觉性符号要素) 的区分; 第二，以形式

化的语言模型( 如任意性、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去处理非语言符号。
显然，语本位符号观的分治立场抑制了非语言符号的编码要素，如图像符号的像似性、直

觉性以及实物符号的场景指索性等等。结构主义符号学更关注的是“语法”而非“图法”或“物

法”，按照聚合、组合“语法”设计的词表与根据“物法”( 围绕某个主厨的随身方便性) 设计的

菜单是不同的: 词表是“语”的范畴，指涉一个语义世界; 而菜单语言则属“象”的范畴，指涉物

的空间秩序、一个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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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西方符号学的第二条路径

与索绪尔几乎同时产生的皮尔斯符号学通常被看作是西方符号学的第二条路径( 这里

的第一和第二并没有先后以及重要之意，主要在于区分二者的不同) ，而且势头大有盖过索

绪尔符号学路径的趋势。之所以把其称为第二条路径在于其符号学模型的本质并非完全

语本位。皮尔斯区分了像似符号( icon) 、指索符号( index ) 和象征符号( symbol) ③。符号，

可分别代表图象、物象( 或物的指示、索引) 和语言。但皮尔斯仍是用分治的立场处理这些

异质符号，如:“马”这个单词是语言符号，“木马”是图象符号，马身上的烙印或标签是指索

符号。这三类符号的边界是由三种不同的意指方式来区分的: 图象 － 像似理据; 指索 － 索

引理据; 语言 － 非理据( 规约关系) 。皮尔斯与索绪尔的最大区别在于: 其一，皮尔斯更关注

符号的动态意指关系( 能指和所指、代表项和对象的解释关系) ，而非符号的系统结构关系。
其二，皮尔斯关注符号的实体性即符号的外部相关要素如符号的物质性、解释者、符号指涉

对象以及符号的理据性( 如像似、指索) 等。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更关注符号的形式

规则，排除符号的实体性要素。比如 n ( 男) 这个汉语词，索绪尔模式主要通过这个词的

语音和概念之间的系统分配关系来确定符号的价值，而皮尔斯模型则注意到外部实体要素

对符号意义的制约。比如汉字书写形式“男”( 会意字) 对 n 这个词的意义建构，而在索

绪尔的模式中，视觉要素被排斥在外，文字书写要素被处理为语言的透明镜像而可以忽略

不计。其三，皮尔斯的分治不同于索绪尔以语抑象的语本位模型，他关注的是意指一个对

象世界时不同异质符号之间表达效果的区分: 语言的归语言，图像的归图像，实物的归实

物。或者说，索绪尔是延宕层面( 一个要素通过让另一要素的缺席来实现自身的出场) 的语

象分治，皮尔斯则是分布层面( 一个要素通过与另一要素的共时差异来确立自身) 的语象分

治。皮尔斯的“语”即语言符号，“象”则是像似符号和指示符号。其四，皮尔斯以综合的方

式而非合治的方式处理了各种异质符号。区别于索绪尔，即使在同一符号内部皮尔斯也不

排除多重编码性。他除了语言、图像之外，还把脚印、步态、北极星等都视为真正的符号，其

追随者甚至发展出了植物符号学、动物符号学。由此而言，皮尔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广义

符号学色彩。但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并不是语言中心主义的支持者，即使研究语言符号

即他所谓的规约符或象征符，也绝不是索绪尔意义上的线性结构链中的语符。皮尔斯的语

符实际上获得了与象符( 他的像似符和指索符) 同等的实体性质，区别仅仅表现在与对象世

界的关联方式不同而已，而与语象关系无关。因此，我们认为，皮尔斯的综合符号是建立在

不同符号的物质性和实体性差异、分治基础上的。他关注的是综合符号家族内部的分治，

而索绪尔关注的是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分治。
在命名符号这门学问时，索绪尔用的是 Semiology，而皮尔斯用的是 Semiotics，如果强调共

性，两个术语可以视作同物。但毕竟当时他们身处异地，思想基础也不相同，二者的区别还是

明显的。简言之，索绪尔的符号学之路更强调符号的任意性和形式化结构，更偏向“语”的一

极; 皮尔斯的第二条道路更侧重符号的理据性和实体性意指关系，相对而言更接近“象”的一

极。但不管是第一条路径还是第二条路径，它们都秉持分治的立场。这种分治性符号学模型

旨在建立不同异质符号( 如语象) 之间非此即彼的边界，一种符号的性质是建立在对异质符号

要素的排斥和抑制基础上的，因此重在区分而非整体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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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语象合治的中国符号学实践

有没有与西方符号学两条路径相异的第三条路径? 这是中国符号学学者一直在思考并追

求的目标。因为它关系到中国传统符号学资源的属性、符号学研究的意指模式以及中国符号

学在世界符号学的地位问题。我们认为，“语象合治”是世界符号学研究可以探究的第三条路

径，中国的符号学践行者近些年正在这条道路上探索并前行着。下面我们按照研究者探讨内

容的远近来分析一下中国学者的合治符号学思想。

6． 1 先秦符号思想研究

《先秦符号思想研究》( 祝东 2014) 是系统探寻和分析中国先秦时期传统文化中符号学思

想的第一部专著，涉及了易学、儒家、道家、名家、墨家以及法家等不同学派的观点，其中，作者

对“周易”符号学思想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6． 1． 1 《周易》也称《易经》或《易》，是中国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并被儒家尊为“五经”之

首。它所蕴含的基本符号学思想是: 预设了《周易》符号系统与世事之间内在的理据或表征关

系，据此以阴阳符号的交替变化来描述世间万物的变化。《周易》符号谱系中包含了仪式的

( 或话语的) 、图像的、书写的等各种异质符号，它们被“立象以尽意”的意象性方式有机地整合

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层累的异质符号谱系，有理据地表征背后的世间万物及其义理。
6． 1． 2 古人实际上把“象”看做是“天下之赜”，即天地万物的直接表征，就像烟之于火、

风向标之于风向、物的成色之于物的品质那样的自然理据性符号，于是意象理据被自然化了。
意象理据的主要特点是: 把带有人为动机性的意象掩饰为客观现实本身，并在这种意象与对象

浑成不分的符号思维中建立意象与客观现实的必然理据性，最终完成意象对现实的替代。
6． 1． 3 纯粹的图像符号是反概念的，主要是像似性地再现现实物象; 纯粹的书写符号是

反物象的，主要是抽象性、约定性地代表某个语言概念。但《周易》的卦爻象符号通过象征性

物象来间接意指观念，体现了图像的意符化、概念的具象化的图文交融意识，这种交融意识我

们称之为“意象思维”或“意象理据”。其中的每类符号，无论是卦爻象还是卦爻辞，也都具有

双重指涉的意象性: 既指向它们背后的内容( 现实物象和物象观念的混合体) ，又指向另一类

符号。这种双重指涉性以及意与象的二元融会性，消解了图与文、意义与图像、意义与对象之

间的界线。整个《易经》的这种介于图像与文字、图像与书写、意义与对象中间状态的意象性，

具有文本符号特征，准确说来就是意象性符号化方式: 强调异质符号之间边界的消失，如图与

文的融和，或者是用可视性方式表达抽象观念即意与象的融合。
6． 1． 4 意象思维凝集了《周易》符号学思想的精髓，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意象思维

中的符号分类思想。《周易》涉及了三种基本符号: 言、文、象，这种分类与索绪尔不同，后者重

点研究的是语言符号，并不思考言、文、象之间的关系; 也与皮尔斯不同，后者重点从区别的角

度讨论了图像符号、索引符号以及象征符号的边界，虽然涉及语言符号，但对书写符号未予以

应有的关注，而书写符号在中国文化符号谱系中却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二是辩证的“符号

间性”思想。言、文、象符号之间既可以各自用其所长来补充其他符号的局限( 立象尽意、系辞

尽言) ，同时又可将这种异质性的补充隐藏起来，掩饰为透明的替代( 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

象) 。三是意象思维的结果是产生一个融合的言、文、象要素。如卦爻象具有介于图画与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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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性质，卦爻象和卦爻辞的图文互补性，《易经》( 象符号主导) 与《易传》( 书写主导) 彼此

融合性等。它们的要义是消解图像符号的像似关系与语言符号约定关系之间的界线，在象符

号中有言符号的约定编码，在言符号中有象符号的编码，最终产生一种“类文本”。四是意象

思维为世界符号学提供了一种浑成型的符号意指方式。这种意指方式是介于视觉图像符号的

像似性和语言符号的相似性及约定性中间的意象性理据原则: 按照可视、可感、有理据的方式

呈现抽象的义理和观念，同时又“忘掉”或掩藏这种理据性。

6． 2 汉字的符号学研究

与符号学相关的汉字研究集中体现在三部专著之中: 《汉字: 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

式》《文字论》《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④。
6． 2． 1 汉字无论在中国文化符号谱系中还是在中国符号学思想史上均具有至高的地位，

而在中国字学研究中成就最高、符号学思想最丰富、最系统的乃是“说文学”，以东汉许慎的

《说文解字》( 简称《说文》) 为代表。《说文》是以字形分析为主兼顾音、义分析，通过说解字

形，结合形音义之间的关系来探求文字的本义。而其字形分析的理论基础是“六书”，实际上

反映字形与义( 或音) 之间的六种关系，相当于符号学中的六种意指方式。
6． 2． 2 “六书”的意象性意指方式属于符号学而非语言学。符号学与语言学都研究语言

文字，但语言学着重的是语言文字的任意性原则和线性结构特征( 如组合和聚合关系等) ，符

号学则更关注语言文字的理据性原则和非线性的意指特征( 如词语的使用者、词语本身、指涉

对象三者之间的理据关系) 。相对而言，字母文字具有任意和线性结构特点，它们的语言符号

性质较为突出; 而“形音义”结合体的汉字具有很强的“离散力”，即汉字的意义主要不是来自

字与字之间的线性结构关系，而来自它自身所包含的理据性意指关系。所以，字母文字相当于

一个语言结构要素，它只有在线性组合中才能产生词语及其意义，字母是为“词”做准备的，属

于语言范畴; 而汉字汉语则以“离散性的名物为视角去观察现实”。“名物性”和“词语性”是

两个区分的概念，前者诉诸意指和理据关系，更接近符号学; 后者诉诸线性结构关系，更具语言

学特征。
6． 2． 3 “六书”隐含了极为丰富的符号学智慧，是中国符号学走向世界最为宝贵的理论

资源。传统六书学最核心的思想是对“六书”中的意象性意指方式的总结。其中的“四体”( 象

形、指示、会意、形声) 追求建立汉字与汉语之间“形义一致”的理据性意指关系，更注重“立象

以尽意”，即以可视、可感、有理据的方式表达汉语; 在语象关系格局中强调“象”的主导性; 六

书中的“二用”( 转注和假借) 则代表汉字意象性二元表达机制中的“字用原则”，立足于“据义

构形”———为了表意的目的而对“形”或“象”变通或不拘一格地使用，从而在语象关系格局中

摆向“语”的一极。
6． 2． 4 汉字文字学中“构意”的概念恰恰与符号学中的“理据性”意指方式相对应，这种

意象性方式既不能完全用皮尔斯的“像似性”视觉图像原则来解释，也不能完全用认知隐喻理

论“用一种事物理解另一种事物”的“相似性”语言隐喻原则来描述。应该说汉字象形字为世

界符号学贡献了一种介于图像、文字和语言之间的中介化的意象性意指方式。
6． 2． 5 汉字内部隐含着一个言、文、象的超语言符号关系场。从现代符号学的立场看，

“形”是图像要素，“音”是语言要素，“意”是文字( 汉字) 要素。它们代表三种符号法则: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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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图法，“音”遵循语法，“意”遵循字法。“形音意结合体”意味着这三种编码的统一，但主

导型有差别: 象形字是形 － 图法主导; 汉字意符是意 － 字法主导; 音符或假借是音 － 语法主导。
因此，汉字内部隐含着一个言、文、象的超语言符号关系场。

6． 3 现代符号学研究

中国现代符号学在起步之时，“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巴特、
巴赫金著名符号学家的思想理论上”( 王铭玉 2004: 484) 。其中如何处理索绪尔代表的形式论

符号学和皮尔斯代表的实效论符号学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现代符号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而

明确遵循执中原则进行现代符号学“合治”创新研究的主要著作有两部: 《语言符号学》和《现

代语言符号学》⑤。
6． 3． 1 《现代语言符号学》( 以下简称《现代》) 于 2013 年问世，这部著作折射了中国符号学

继 1993 年《理论符号学导论》⑥、2004 年《语言符号学》出版以来的进步和发展，标志着中国符号

学由跟踪和引介西方符号学而转向自觉地理论建构。《理论符号学导论》走的是一条“分治”的

道路，即坚持在索绪尔的形式论传统与皮尔斯的实效论传统的对立、区别中思考二者之间的关

系，并进行二中择一的选边站队。《语言符号学》和《现代》则是走向“合治”方向的: 一是坚持“语

象合治”的基本原则; 二是坚持索绪尔传统与皮尔斯传统的相互依存原则，着力发现索 /皮之间内

在的互补逻辑，尝试融合皮尔斯、索绪尔两个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符号观。
6． 3． 2 《现代》在第一编中提出了自己的关于符号的定义，为语象合治预留了空间:“( 符

号) 指对等的共有信息的物质载体。”( 王铭玉等 2013: 5) 该定义中有三个关键词: 物质载体、共
有信息和对等。“物质载体”相当于索绪尔的“能指”，但更强调了其物质实体性。“共有信

息”约等于索绪尔的“所指”，但索绪尔的符号学排除了那些纯粹个人的、偶然的表意活动，也

排除了那些没有社会性的非意图性符号;《现代》的“信息”是一个宽泛的术语，它不仅包括索

绪尔“所指”的抽象概念，而且也包括实体性事物和指称对象。“对等”是指符号的“形式与内

容不是前后相随，而是联合起来，同时呈现给人们……用梅花表示坚贞，绝不能解释为先有梅

花，而后引起坚贞，恰恰相反，两者被联合起来，同时呈现给人们”( 王铭玉等 2013: 5) 。
6． 3． 3 作者分析了西方符号学思想“合治”的可能性: 索绪尔是基于符号系统和代码的

传达符号学，皮尔斯是以基于符号过程和代码的语义符号学，“而‘有效的传达’和‘创造性的

语义作用’被认为是语言符号两个方面的典型特征”( 王铭玉等 2013: 9) 。这就使二者具有内

在的互补逻辑而具有被“合治”为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的可能。在此论证的基础上，《现代》提

出了自己的“合治论”的符号学观点:“关于符号系统和符号过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王铭玉

等 2013: 14) 显然，索绪尔的系统思想和皮尔斯的过程思想在这里通过一个自洽的理论体系有

被整合起来的可能性。
6． 3． 4 《现代》并未从流陷入“对象”之说，而是从语象合治的角度进一步明确指出: 语言

中心论 /非语言中心论的符号学的根本区别并不是根据它们的研究对象，而是取决于研究方法

“以言观物”还是“以物观言”? 《现代》表现出的“合治”观着力描述二者之间的内在通约逻辑

或相互过渡现象，这样就把崇尚人文的、能指本位的、形式论的索绪尔传统符号学与崇尚客观

逻辑的、所指本位的、实效论的皮尔斯符号学传统清晰地区分开来，为在此基础上实现二者通

约融合搭建了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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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5 《现代》将“双面双层”⑦理论的分治观转化为一种合治观: 在形式与实体的区别对

立中考察二者之间互动、互补的统一性关系，并把合治观用于篇章符号学的研究之中，提出了

“篇章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框架”的四个基本问题( 王铭玉等 2013: 307) : 其一，语言符

号学重点研究符号的意指关系，即“双面双层”对“二维”( 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的决定性; 而

结构主义语言学虽以“二维”为主导，但所关注的是形式层面的结构关系。其二，语言符号学

的意指关系是合治性的，即在实体与形式的“相互依赖、相互区别”的关系中考察其中每个要

素。其三，正是这种形式与实体“合治”的方法论，为现代符号学融会索绪尔的形式主义和皮

尔斯的实效主义两大传统提供了理论工具。其四，由于在语言符号的形式化、系统化研究中引

入了实体性、意指性元素，使得符号的“物质性”问题成为《现代》符号学思考的一个重要特色，

传统语言学不屑研究的碎片化文本则成为篇章符号学的重要内容，如: 通知、明信片、书信、便
条、电脑聊天、当代粗刻、手写寄语、各类贺词、回忆录、日记、笔记、纪念册、简历、说明、发言稿、
记录本、台历、计划、菜谱、咒语、祷文……( 王铭玉等 2013: 210) 在这些符号中，物质性即表达

面的物理载体和内容面的情景对象都会对符号的意义产生重大影响。
6． 3． 6 《现代》专门把隐喻符号学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因为隐喻本身涉及到了

符号学的一个根本问题: 意指方式。在语言符号中，有两种最基本的意指方式: 任意性和理据

性。索绪尔坚持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第一特征，而《现代》则认为隐喻即理据性是语言更为本

质的属性，这就为语象合治的合理性奠定了基础。《现代》分析表明，符号的理据性包括命名

理据( 如符号是按照客观写实的还是按照主观动机的方式命名对象) 和结构理据( 即命名理据

成为语言结构或字面义中固定的成分，如“鼠标”“面包车”等) 。显然，隐喻具有命名理据和结

构理据双重属性，同时又是一种非客观写实的、主观动机性理据方式，我们称之为“象似性”
( iconicity ) 意指方式⑧。

七、语象合治是中国符号学发展的依归

7． 1 中国的传统符号资源

中国是一个长于符号思维的国家，更是一个具有符号学研究传统的国度。中华文化博大

精深，符号学学术资源独特、丰富，如果对符号学的学术资源进行梳理，可以列出下列一些典型

现象:

7． 1． 1 易学符号资源。从《河图》《洛书》《周易》到后世管中窥豹的解易之学，尤其是

《周易》符号谱系中“筮、经、传、学”的层累递进关系及其体现的意象符号学思想，实际上构成

了一部完整的“易学”符号思想史。
7． 1． 2 名学符号资源。名学是我国古代以名为研究对象、以“正名”为核心内容的一种

独特理论，孔孟儒家的正名学说、道家经典的名实之辨和言意之辨、名墨典籍的名实理论和指

物理论、名法之学的礼法思想都可归入该范畴之列。
7． 1． 3 训诂学符号资源。符号学是广义上的意义学说，萌发于春秋战国、兴盛于西汉东

汉、经北宋南宋革新转向、在清朝和近代鼎盛不衰的训诂之学，是颇具中国风格与中国样式的

符号意义学说，其以形索义、因声求义、直陈词义的意义理论构成意指关系的典型符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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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4 汉字符号资源。汉字是中国文化思想最基础的建构单位，以东汉许慎《说文解

字》为代表，以“六书”为核心的“说文学”体现了独特的符号思维方式和哲学世界观，无论在中

国文化符号谱系中还是在世界符号学思想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7． 1． 5 术数符号资源。传统术数文化是中国文化中非常独特且富有魅力的资源: 繁难者

如遁甲六王，简易者如梅花六爻; 占天者如七政如，问地者如风水堪舆; 卜事者如测字龟占，求

命者如四柱紫薇等等。虽然术数种类繁多，但无论哪一门类，都无一例外地拥有一套用于表义

的符号系统。
7． 1． 6 音韵符号资源。音韵学中充满了符号学的层次、标记、象似、意指等因素，是一个

亟待挖掘的符号学富矿。此领域的代表作有《诗经》( 古音学) 、《切韵》( 今音学) 、《中原音韵》
( 北音学) 等。

7． 1． 7 人类学符号资源。中国的彩陶符号、甲骨文字、中原外围地区的各种岩画和刻划

符号都充满了符号学的谜因，而在半坡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敦煌壁画、嘉峪关晋墓、麦积山

雕塑、龙门石窟等都曾发掘出先民的大量符号实物，这些体现了具有符号功能的人的本性不断

完善的历程，显示了符号世界的无限丰富性。

7． 2 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取向

以上我们列举了一些独具中国特色的符号学资源，这是中国符号学的底牌，也是中国符号

学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如何“盘活”这些资源，走出一条“语象合治”的符号学路径? 需要我们

做出深刻思考。
7． 2． 1 崇尚大符号概念。在既往的符号学研究中，人们关注的重点是有意图的符号( 比

如语言以及人工符号) ，而忽视了大量涉及非清晰意图的符号( 比如自然痕迹、实物符号等) 。
在中国传统符号学中，虽然有意图的符号同样占据着主要研究对象的地位，但术数、遗迹及实

物符号并不少见，而且特色鲜明，对此学界缺少足够的关注。因此，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应该尊

崇“大符号”概念，既要重视有意图的符号，又要对非清晰意图、非系统的符号给予关注; 既要

重视自然语言及人工语言符号，又要对非语言符号给予关注; 既要重视符号的形式化研究，又

要对符号的物质化研究给予关注。用大符号的概念来解决中国传统符号学的问题，有助于让

中国传统符号学的全部资源纳入世界符号学的视野之中，凸显中国符号学研究的特色。
7． 2． 2 秉承合治符号观。中华文化的特质需要一种“合治”的符号学学术观，藉此可以

彰显中国符号学的主体尊严和人文精神。本文第三部分讨论了语象合治符号的移心型和执中

型的区分，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型的“合治符号学”思路———超越西方移心型和东方执中型

的符号学壁垒，实现二者在更高层次上的“合治”。“合治”路径是中国学者应该选择和坚持的

第三条符号学路线，其核心要素有: 1) 在符号本体问题上，坚持以理据性为主，兼顾约定性; 2)

在符号主客体关系问题上，坚持以符号主体的“动机理据”为基础，强调主体对客体的阐释力

和创造力; 3) 在理论指向方面，坚持语言形式论传统和真值逻辑实效主义传统，即形式化加实

效化; 四、在思维取向方面，坚持符号思维加意象性原则。
7． 2． 3 注重意指方式。不同的符号学理论以不同的意指方式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意指方

式的差异往往决定着符号系统的类型差异。中国传统符号学拥有独特的符号意指方式，即符

号思维与意象性原则的融合，其观照的符号世界可以跨越主体与客体、符号与对象、语言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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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语言符号、理据性与任意性、指称与涵义、系统与过程、实体与形式的界限，走进世界符号

学之列，体现中国符号学的魅力与优势。
“合治”包含着两层意思: 其一，它是相对于“分治”而言的一个对比项，是对异质符号( 主

要指语象) 分治对立关系的解除; 其二，它是一种符号化方式，主要包括移心和执中两种类型。
这两点构成的“合治”符号内涵，既包含了西方的跨媒介、多媒体、多语式、语象叙事的符号学

精髓，又吸纳了中国古老的“中和”“意象”哲学传统，进而形成了具有东方特征的符号学范式:

合治符号学。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可以下观点:“符号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中国的学科，

只是我们最近刚明白自己的这段历史，我们只是面对自己的财富一时打了个盹。符号学的苏

醒正在成为中国学界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 赵毅衡 2012)

注 释

①“语象叙事”有很多中译名，如艺格赋词、图说、视觉书写、书画文、造型描述等等。参见王安、罗怿、程锡麟:

《语象叙事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 年，第 8 页。

②“言语，第一符号的创造者，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贴近的关系。作为第一能指的创造者，它不只是普普通

通的简单能指。它表达了‘心境’，而心境本身则反映或映照出它与事物的自然相似性。在者与心灵之间，

事物与情感之间，存在着表达或自然指称关系，心灵与逻各斯之间存在着约定的符号化关系。”———德里达

( J． Derrida) :《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2005 年，第 14 页。

③ 皮尔斯的象征符号( symbol) 相当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 signe) 。参见茨维坦·托多罗夫:《象征理论》，王

国卿译，商务印书馆，2004 年，译者序，第 3 页。

④ 孟华:《汉字: 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文字论》，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8 年;《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 年。

⑤ 王铭玉:《语言符号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2017 年 /德国斯普林格出版

社，2020 年英文版 ( 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 王铭玉等: 《现代语言符号学》，商务印书馆，

2013 年。

⑥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年。

⑦ 叶尔姆斯列夫用双面双层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索绪尔关于形式与实体二分的立场，“双面”指一个符号可

区分为索绪尔所说的能指面和所指面，叶氏称为“表达面”和“内容面”。“双层”则指每一个“面”又可进

一步区分出“形式”和“实体”两个层面。

⑧“本体和喻体的语义中包含一种可以借用的理据，在可移位的理据基础上形成了可供说话者进行选择的聚

合体，构成这种聚合体的特征是相似性。”———王铭玉等: 《现代语言符号学》，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4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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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Langue and Image
—An Approach to Chinese Semiotics

Wang Mingyu ＆ Meng Hua

Abstract: Semitics is a modern discipline best known for its Western attributes． It has long been identified as
having two approaches—sign-focused semiotics represented by Ferdinand de Saussure and pragmatist semiotics
represented by Charles Sanders Peirce． Has there been，up to this day，a third approach to semiotics? This remains
a focus of concern for contemporary semiotics stud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moreover，a burning question to be
answered for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as it concerns the na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emiotic resources，the mode
of signification in semiotics studies and the place the Chinese semiotics takes in the world’s semiotics studies． We
propose in this essay that there exists a third approach to semiotics studies—integration of langue and image，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ll-established approaches of Western semiotics． Our major claims are as follows． 1 ) A
macro view is required to define signs with streamlined standards of definition． 2) Integration of langue and image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semiotics，which represents a neutral view towards signs and primarily a breakaway
from binary opposition and separation of langue and image． 3 ) Integration of langue and image can fall into two
types—focus-shifting integration and impartial integration，the former being distinctly transboundary，and the
latter，harmoniously whole． 4) Integration of langue and image finds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in both traditional
Chinese semiotics and modern Western semiotics． 5 ) Separation of langue and image is an approach primarily
followed by Western semiotics，which nevertheless has become a new bottlenec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emiotics
due to its biased understanding of signs and steadfast cling to semiotic boundaries． 6 )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by Chinese semiotics scholars are very helpful in that they have justified the approach of
integration of langue and image． 7 ) China is a nation excelling at semiotic thinking，whose rich and unique
semiotic resources fundamentally underli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emiotics． We expect that the proposition of
integration of langue and image will help cement China’s position in the world academia．

Keywords: semiotics，a macro view towards signs，integration of langue and image，separation of langue and
image，Chinese sem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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